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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激昂的《英雄核潜艇》之歌，可降解的环
保型骨灰坛被慢慢放入海中，随着时间的流逝，骨灰
坛将融化在大海中。

丧事从简；不保留骨灰，海葬；骨灰撒在工作多
年的葫芦岛海域。这是享年96岁的我国核潜艇第一
任总设计师彭士禄生前嘱托的三件事。

出生在海滨城市广东省海丰县，长期工作在核
潜艇和核电站的海边基地，大海串联起彭士禄生命
的起点和终点。

从研制潜艇核动力到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从
指挥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到建造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
的商用核电站秦山二期，他的每一步都是别人未曾
走过的路，拓荒牛，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他曾谦虚地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
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充
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

（科技日报）

彭士禄：

核动力领域的拓荒牛

“搞农业科研的，不能帮着农民致富奔小康，不
能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专业优势，那还叫什么科
技工作者？我总告诉学生一定要到生产实践中多锻
炼。”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说。他
深耕菌物科学和工程产业化研究40余年，构建了全
新的菌物系统分类体系，并带动上万贫困户依靠食
用菌脱贫。

40多年来，李玉经历见证了我国食用菌产业从
简陋的地沟、菇棚到花园式的基地；从传统的庭院式
生产到现代化的工厂化生产发展过程。吉林汪清、浙
江庆元、山西临县、贵州铜仁、河北阜平……“木耳院
士”和他的团队在全国40多个贫困县(市)留下足迹，
建立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31个，扶持食用菌龙头企
业22个，示范推广60亿菌袋，带领农民精准发展食用
菌特色产业。

李玉和农民一起摸爬滚打，推动食用菌产业升
级，“脱贫攻坚完成后还不是终点，我们得继续帮助
他们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日前，他获得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最美科技工作者’的‘美’可不是颜值，而是一
颗真正奉献的心。今后我还要为菌物研究奋斗终生，
为国家、为老百姓创造更多价值，使中国的菌物事业
屹立世界科技之林。”憧憬未来，李玉斗志满满。

（经济日报）

李玉：

构建全新菌物系统分类体系

“好看的直线不一定要像尺子那样笔直，你细
看，它有戏的。”不少建筑设计师常随身带着纸笔，一
有灵感就拿出来画房屋结构，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
理工大学教授何镜堂就是如此。

已是“80后”的他，依然身姿挺拔、气质儒雅。在
他80岁生日宴上还可以表演“两只手耍三个苹果”的
绝活儿。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钱学森图书馆、汶川大地震震
中纪念地……何镜堂的代表作遍布大江南北。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
程的尾厅，何镜堂及其团队设计安放了一个独具匠
心的装置：幽暗的角落里，每隔12秒就有一颗“水珠”
落下，与此同时，旁边的墙壁上亮起一张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的照片，然后消隐，寓意每隔12秒就有一个鲜
活的生命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滴滴答答的钟摆声
昼夜不停歇。

从高空俯瞰整座纪念馆，它又像一艘破浪前行
的和平之舟。穿过雕塑“冤魂的呐喊”步入广场，广场
上铺满的砾石会发出被挤压摩擦的声音，仿佛历史
的回响。

（央视网）

何镜堂：

用作品记录时代

少年从军，奔赴战场；中年转向党史研
究，活跃于书斋和讲台之间，研究讲学两不
误；年岁愈长，致力于党史的普及——— 在党史
研究和教学的路上，邵维正走过了五十多个年
头，至今仍步履不停。

少年从军，奔赴战场

1951年，春天，浙江。
“小鬼怕死不怕死？”
“不怕！”
“怕苦不怕苦？”
“不怕苦！”
“不怕死不怕苦你就来！”
经历了一番简短的问话后，年仅15岁的邵

维正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规定的最低
参军年龄是16岁，邵维正头一回报名的时候不
了解，因为年龄不够被拒绝了，这次他便有意
多报了一岁。

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见证了共产
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的青年人，
满腔热血。跟着党走，成为当时青年人的一个
“时尚”。“到处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
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说着，邵维正
忍不住动情地唱了起来。

美军的飞机已经飞过了鸭绿江，如果朝鲜
守不住，战火势必要烧到东北，“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已成为当时人民的共识。在爱国主
义热情的感染下，邵维正没念完初中，就毅然
离开了书桌案头。在浙江守了一段时间的海防
后，第二年，他转入志愿军序列，跟随所在的
62师北上奔赴朝鲜战场。

一进入朝鲜的领土，映入邵维正眼帘的是
一片又一片的废墟。铁路、公路两边几乎看不
到一栋完整的房子，全被炸毁了，邵维正被触
目所及的战争场面深深地震撼着。

由于军事实力悬殊，美军掌握了绝对的空
中优势，为了防备敌军的轰炸，邵维正跟战友
们隐蔽在弯弯曲曲的坑道里，听着炸弹爆破的
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战场上条件艰苦，就着冰雪吃炒面是常见
的饮食，但雪水冰凉，吃了不免闹肚子。邵维
正就先把冰雪含在嘴里，用体温“加热”，等
到冰雪化成水，再吞咽下去。在这样极其艰难
的处境下，邵维正迅速成长。

他在朝鲜战场上待了6年，1956年9月，在
朝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多年后，再度回想
起这段经历，邵维正感慨良多，“在我的一生
经历当中，抗美援朝这几年是对自己的一种检
验，对自己的一种考察，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思
想上的升华。”

1958年，邵维正随第三批志愿军回国。之
后，他在西北戈壁滩上驻防长达20年，历任新
闻干事、秘书科副科长、宣传科科长等职。60
年代中期，邵维正被选派到解放军长沙政治学
院学习了一年半党史，这段经历成为他日后从
事党史研究的重要一环。

中年转行，考证中共一大

1978年冬天，全军院校恢复招生，军校大
量从作战部队调人。时任师部宣传科科长的邵
维正，被调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教
员，此后，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党史研究教
学工作。

就在同一年，由胡乔木牵头的12卷大型历
史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项目启
动。新中国是经过流血牺牲打出的红色江山，
因此，胡乔木提出，这套书光靠文人写还不
够，要从军队里找几个专家。就这样，军人出
身的邵维正于1979年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现代史研究室，参与撰写该套丛书第一卷《伟
大的开端》中的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性事件，中共
一大是永远也绕不开的起点。从1941年开始，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时候，通常把7月1日
定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很多人就此理
解为7月1日是一大召开的时间。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邵维正在起草初稿的
时候，发现了问题，仅仅关于召开时间，就有
1921年7月1日、7月4日、7月5日等若干种不同
的说法，关于出席人数同样众说纷纭。由于一
大属于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会议，加之年岁久
远，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等，都成了一
桩桩“悬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渐在各个领域落地生
根。“党史研究更是马虎不得，每个细节都得
准确。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问题必须得搞清
楚。”邵维正说。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所有资料都得亲自
找，邵维正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图书馆
和资料室。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图书馆、北
大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地方，都
留下了他的足迹。

到了晚上，他就归类整合白天搜集来的资
料，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那段时间，考证一
大成为邵维正唯一的目标，其他的什么事情都
顾不上，他经常两三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到最后，他整理的资料卡片已经有上千
张，堆起来有1米多高。根据这些资料卡片，
邵维正制成了一张“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
详列了几十种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说法。

做考证工作，光靠“死”证据不够，还得
找一些“活”资料。于是，邵维正寻访当时还
健在的参会人员，他了解到李达的夫人王会悟
曾在一大召开期间做过会务，就几经周折找到
了老人的住处。当时王会悟老人已经82岁，身

体不太好，躺在床上接受了邵维正的采访。
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已有几十万字。如何

从纷乱的资料中理出个头绪来，邵维正决心从
考证一大代表的行踪入手。他在中国革命博物
馆找到了谢觉哉日记的原件，里面记载着：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
○○○○○之招。1921年6月29日特记。”后
来谢觉哉解释，五个圈所对应的字是“共产主
义者”，因当时反动势力猖獗，又怕忘记，故
以圈代替。

据此，邵维正查找了当时从长沙至上海的
班次，按最快到达的日期算，何叔衡和毛泽东
的到达日期应该在7月4日以后。由此，排除了
7月1日开会的说法。

在一次又一次的走访中，他从当年参加过
一大的刘仁静老人那里得知，原来当年刘仁静
先去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之后才去
上海参加的一大。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由
李大钊等人发起的进步社团，为了找到这次会
议的记载，邵维正跑遍了各种图书馆、资料
室，寻找该学会的会刊《少年中国》杂志，但
都没有结果。

后来，经多番打听，邵维正来到了中央党
校图书馆库房。因为怕打湿资料，进库房的人
是不让带水的。当时恰逢酷暑天，邵维正就冒
着高温，在一排排书架之间来回穿行寻找。空
间逼仄，转个身都困难，他挨个书架看，一本
一本找，一页一页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
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原件。

随着考证的深入，一大的召开时间渐渐锁
定在7月20日、23日和24日这三天上。这时
候，一份来自苏联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
大会》的记载引起了邵维正的注意。这份记载
提供了几个关键信息：报告采用“我们”字
眼，说明是参会者提供；开会时间接近“23”
日或“24日”；明确会期为8天；记录了“侦
探闯会”的史实。

当时的《上海生活报》《申报》等报纸
上，都报道了7月30日晚法国巡捕房惊扰会场
的事件。周佛海、陈公博的回忆录也有相应的
佐证。种种证据都将一大最终会期指向7月30
日，根据苏联档案记载的会期，再往前推移8
天，就将一大开幕时间确定在7月23日。

此外，邵维正还考证了一大的出席人数，
关于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物的专题论文发表
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1981年1
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
同时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文章发表后，全国几十种报纸杂志进行了
报道或转载，该文还被译为英、日、俄、法等
文字在国外多种刊物发表，海外学者称其为
“中共党史研究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开端”。胡
乔木评价，“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
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
项突破性成果。”

老年转向，致力党史通俗化

从一大考证这个起点开始，邵维正党史研

究的面渐渐铺展开来。有人评价他，是由“红
色的起点”走向“红色的世界”。

1991年，正逢建党70周年，邵维正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出版，以30余万字的篇
幅，全面分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社
会基础，着重介绍建党的过程、意义和影响，
填补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空白。

从党的创建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
期，从党史研究到党的创新理论、军队政治工
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邵维正一步一个脚
印，不断推进党史专业化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邵维正开始思考一个问
题：我们写党史书是给谁看的？“全国从事党
史工作的有一万多人，可是读党史的有几亿
人。我在想，我写党史是给一万人看，还是给
几亿人看。”邵维正说。

近20年来，邵维正一直在追求党史的通俗
化写作。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邵维正主
编了《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这部书用
100件大事、1000张图片，图文并茂地解说党
的80年历史。随后，建党90年时推出的《中国
共产党90周年创新实录》和《日出东方——— 中
国共产党创建纪实》，都以通俗化的风格受到
众多读者的喜爱。

进入新时代以后，邵维正想得更多的问题
是，怎么能写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让
青少年能够更好地接受党的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这个想法一直深埋在邵维正心里，直到
2018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想法终于落
地。

当时，青岛出版社正在策划出版一套适合
青少年阅读的党史读物，他们从2017年开始，
就在沟通国内的党史研究专家学者。编辑刘克
东从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了解到邵维正，
他主讲的《党史故事100讲》给刘克东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邵维正在接到青岛出版社的电话
后，十分惊喜，因为这与他此前的设想不谋而
合。当时他手头上还有几家出版社的邀约，但
考虑再三后，最终答应了青岛出版社的约稿。

一开始，邵维正和团队想要做一套规模比
较大的适合青少年的党史历史丛书，分四个时
期，每个时期有人物、事件和专题，这样排下
来一共有12卷。但如此大的体量，青少年能读
下去吗？邵维正团队跟出版社协商之后，推翻
了之前的方案，重新组排，决定以问题切入，
也就形成了《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目前的样
貌。

“既然是写给青少年的，我们就要关注青
少年的认知特点，他们往往从感性出发，喜欢
看一些生动、活泼的历史故事，所以我们就没
有采取章、节、目的体系，而是抓住青少年在
学习当中的难点、疑点，突出重点，设置了60
个问题。”邵维正说。

这60个问题大体上按照历史顺序往前推
进，每一个问题独立成章，连起来就是党的发
展历史。60个问题编成6本书，第一本书是
《中国有了共产党》，最后一本是《筑梦新时
代》。从《中国有了共产党》到《筑梦新时
代》，基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

程。
从事党史研究、写作50多年的邵维正，深

知“以情感人，才能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
因此这套书的每一章节，都以故事开篇，中间
穿插一些图片，章节末还有两个小栏目，一个
是“名言金句”，一个是“学党史、讲智
慧”，通过领袖语录，来提升总体的思想内
涵。

邵维正主导的写作团队，由他的几位学生
构成，他们的年龄普遍在四十多岁，给青少年
阅读的党史该怎么写，他们也拿不准。习惯了
概念化阐述方式的专家学者们，不得不打破原
有的思维框架，一词一句地打磨。就连每个章
节的问题设置，背后都经历了一番苦心斟酌。
比如，在讲建党的必然性时，邵维正和团队巧
用电影名，设置了问题“中国怎样吹响创建中
国共产党的集结号”。

为了了解、贴近青少年的阅读喜好，他们
在编写过程当中，特意找了几位青少年来试
读，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经过三年的打
磨，几易其稿，这套书最终得以出版。

有人看到这套书后，笑着问他：“你老爷
子怎么搞起‘小儿科’来了？”

邵维正笑笑：“我的精力已经有限了，我
就想把我还有的一点力量为青少年作一点贡
献。我义无反顾，并且竭尽全力。”

这套书在出版后，备受关注，先后入选
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宣部2020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宣部优秀通俗理论
读物出版工程、共青团中央中学(中职)团员党
史学习教育参考书目。“少年强则国家强。党
史学习，更要从娃娃抓起，要给他们一个正确
的导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邵维正说。

步履不停，研究永在路上

研究与宣传，是从事党史工作的两面。邵
维正一边用笔写党史，一边用口讲党史，在书
斋与讲台之间来回转换。邵维正经常说，“我
是一名教员，首要的职责就是把课讲好，把自
己信仰的创新理论传递到每一个听课人的思想
深处。”

在教学上，他信奉着这样的理论，要给别
人“一碗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且这
“水”还不能是“死水”，必须是“一桶活
水”。他是一个教员，同时也是半个学生。多
年来，他平日里最放不下的习惯就是读书，只
有不停地吸取知识，“活水”才能流动起来。

对于他而言，成为教员，还有一道关卡要
过。祖籍浙江黄岩的邵维正，早年在江浙一带
生活，说话难免带有南方口音。他把自己关在
办公室里，朗诵字句，一个音一个音地纠正。

2000年，在邵维正等人的努力下，后勤政
治工作硕士点申报成功，开始招收研究生，此
后每一年都有研究生在他门下学习，在退休前
的十年时间里，他培养出了近二十名研究生。
在培养学生方面，邵维正也事事不含糊，从制
订培养方案、备课授课到指导论文等等，桩桩
件件都亲力亲为。

对于邵维正而言，他更为广阔的课堂在院
校之外。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遍布大江南
北，从总部机关到边防连队，从科研院所到厂
矿企业，从党政机关到街道社区。当然，还有
许多未曾谋面的“学生”，他讲过的课，被制
作成1000多盘教学录像带和光盘，下发到总后
师以上直属单位，先后有10万余人次学习观
看。

熟悉邵维正的人在跟他共事的时候，琢磨
出了他“两个凡是”的规矩。即凡是和别人合
作的论文或材料，不管参与的人有几位，他都
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凡是别人请他指
导写的论文或者教材，不管出多少力，一概不
署自己的名字。

有一回，一位年轻的教员来找邵维正帮忙
指导论文，近万字的篇幅，大到论证立意，小
到标点符号，邵维正都帮着一一修改、校正。
看到他忙活了一个多星期，花费了不少心力，
那位年轻教员便悄悄署上了邵维正的名字。结
果，邵维正看到论文校样后，马上删去了自己
的名字。不管旁人怎么劝说，他始终坚持原则
不变。

邵维正经常受邀外出讲学。2001年起，他
连续三次被选拔参加全军宣讲团，他曾在两个
月的时间里，接连去了北京、沈阳、济南、兰
州、广州各大军区以及上海等地方单位。有一
次，在济南军区做完报告后，邵维正患了重感
冒，高烧不退，但依然坚持赶回北京讲课，不
能耽误了大家学习。

当时，邵维正已年过花甲，高强度的工作
让身体不堪重负，病倒了。2002年1月，邵维
正住进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但术后不到
两个月，他又拖着尚未康复的身子重新走上了
讲台。

任教以来，邵维正坚持每周七天工作制，
寒暑假从没有完整地休息过。

2011年5月，邵维正以76岁超过最高服役
年限光荣退休。退出工作一线后，他并没有就
此颐养天年，过上悠闲的退休生活。他的理论
研究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这十年间，他与团
队先后出版了《中国共产党90年地图集》《中
国共产党历史专题大事纵览》多部著作。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邵维正还
参加了一场会议，下午又同时接受了几家媒体
的采访。一天忙下来，面上也不显疲惫。其友
曲跃厚在邵维正八十岁生日时，曾写文提起他
的状态，对于邵维正而言，思考问题是一种
“精神体操”。

85岁高龄的邵维正，仍在且行且思，走过
之处，火种遍地。

他是上过抗美援朝战场的人，是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人，是致力于党史通俗化写作的人。

85岁高龄的他，仍在且行且思。

邵维正：深耕党史五十年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上图：邵维正展示《写给青少年的
党史》

□李梦馨 报道
下图：《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系列
丛书


	09-PDF 版面

